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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前期的书画艺术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书画家们怀揣着不同的艺术主

张在市场浪潮中竞争求存，这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促成了书画艺术的极大繁荣，不仅官僚政要、富商巨

贾争相以拥有当代名家作品为荣，书画家也从原本尴尬的卖艺形象变为登堂入室的社会名流，但这种

欣欣向荣的局面却伴随着战火的肆虐而不得不戛然而止。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依托于安定环境

鬻艺生存的书画家也受到了直接冲击，在动荡的环境下，书画家的基本人生安全亦难以得到保障，他们

中的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以避时乱，而当时由中立国葡萄牙控制的澳门便成为这些人理想的避风港。

尽管在抗战时期赴澳避难的书画家来自全国各地，但近水楼台的岭南画派子弟还是占据着主要

的位置，岭南画派也成为了推动澳门美术在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在其中起到最为关键作

用的，自然是身为旗帜人物的高剑父。

“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1]。作为近代书画史上重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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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坛奠基人居巢、居廉兄弟的入室弟子，高剑父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而赴日留学的特殊经历

又使其相对于其他本土书画家而言有着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另一方面，革命者与艺术家的双重

身份也使他在那个市场效益决定书画艺术发展方向的时代相对于其他职业书画家更多地关注到书

画创作的社会学意义，从而竖立改革之大旗。但要强调的是，其所贯彻的改革之路并非是固执而一

成不变的。

一

自清末民初高剑父在艺坛声名鹊起、开一派之先河后，“折衷”一词就成为概括其艺术主张的画

眼。事实上，自其在天马会画展中将自己的画作题名为折衷画，他与弟子所创立的岭南画派即被时人

称为折衷派[1]，而追溯历史，“折衷”一词的由来与大洋彼岸日本的艺术改革有关。

所谓“折衷”，即折东西文化之衷。作为一个土著文化拓展力有限的列岛之国，日本民族一直以来

都是引进外来文化的高手。如在医药领域，江户中期即形成所谓汉兰折衷派，主张在坚持汉方医药传

统的基础上广泛借鉴西医在解剖学、病理学等方面的知识[2]，这实为折衷一词在文化领域的流行之

始。明治维新之后，折衷的思潮更是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并逐渐渗透到艺术界，一批艺坛名宿开始着

手革新日本绘画艺术。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仓天心（1863-1913）认为：“只要立足于有活力的

自主独创精神，日本艺术就不会破坏其自身的性质，而安全地接受西方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吧”[3]，清晰

地表明了立足传统、反对固守、积极借鉴西洋画技法的发展方向，掀起了新日本画运动。

“在其涉及的知识背景未被知晓时，画作本身便是理解与深化语言的催化剂”[4]。在山水画方面，

以桥本雅邦（1835-1908）、横山大观（1868-1958）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画家借鉴西洋风景画的明暗透视

关系，“使用光线即没线色彩，来烘托画面的空间，构成一种浪漫而自由，朦胧而又不失严谨的画面，俗

称‘朦胧体’[5]”，而这种风格，与高剑父早期山水作品滋润迷离的格调实在太过相近，如收藏于广东省

博物馆的《山村晓雨图》，创作于1914年，远山近柳俱笼罩于烟雨梦幻之中，俨然如日本人的画法。是

故早在民国时就有人称高剑父一门为“日派”[6]，但事实上，这一判断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从技法上看，时人以高剑父为“日派”，主要是因为其作品“有渲染湿写”，但这种技法并非日人独

创，如高剑父曾在《画话》一文中指出：

日本遥接衣钵，学我国画，唐时派遣学生来中土学画者不乏其人。其实日本画即中国

画……真唐宋古法，我国虽未失传，但不易见，即不失之失……日本今尚能利用之，如大着

色、渲染等（色甚厚，每加上一二次，渲染亦四五次）……我们的渲染新法，以为日本法者，不

知此正宋院的正宗法也。二米、北苑、房山，动辄渲染数次……[7]

由此可知，日人画重渲染的传统遥承我国唐宋古法，而高剑父更是进一步认为，其中的细节技法

还有参考近人的，如在《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一文中他称：

日本在明治末叶的时代（距今约四十年）始有撞粉、撞水之法，如菱田春草、木村武山、荒

木十亩等则多施之于花卉树石；尾竹、竹坡等则施之于山水，更广其法于人物、山水，都用撞

[1]王中秀：《撤退还是转移：国画复活运动前夕的折衷派》，〔广州〕《美术学报》2012年第1期。

[2]张国霞、萧照岑：《日本汉方医学的折衷派》，〔北京〕《中医教育》2002年第1期。

[3][5]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第378页。

[4]王菡薇：《试论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语言与文化差异问题——艺术史跨语境研究中的不适应性》，〔南京〕《江

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63页。

[6][7]高剑父：《画话》，《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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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撞色之法而积成之，号称创作，此实受吾师画法的影响而已。[1]

据此说法，则日本明治以降，折衷和洋一脉尚有私淑高师居廉之处，则谓岭南画派承袭日人自然

是本末倒置之说了。我们可以认为，高剑父绘画艺术与日人作品风格相近，可能是岭南一派之艺理多

与日本折衷派有所切合之故。

二

客观来说，长久以来远离中原的岭南地区一直在文化上受到主流集团的歧视。在专制时代，这种

歧视无疑极大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但也在不经意间使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艺术拥

有了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开阔创新的思路，而对于高剑父来说，这种气质无疑体现得更加明确，在其早

年画学笔记中他曾说：

予学画，始师山水于啸月琴馆居古师。古师师乃兄梅翁，一变也；梅翁师南田，一变也；

南田遥接宋人衣钵，又一变也。旷观历代名手，无不变，且无不善变。思翁云：“学古人不能

变，便是篱堵间物”……画者，道乐的事业也，倘毕生数十年守一家法，千百幅为一家体，纵使

有画癖，若清晖老人，毋乃生厌，何道乐之足云。[2]

这一言论，矛头直指控制有清一代画坛主流审美价值之“四王”，与在北方高唱美术革命的陈独秀

遥相呼应，体现了岭粤娇子的情怀与自信，也是高剑父书画理论的基本纲领。而作为海天一隅的文脉

偏枝，岭南文化圈对于外来事物的兴趣亦不亚于日人。从1757年到鸦片战争爆发止，广州是中国唯

一持续对外开放的港口，伴随着与外国人的频繁接触，一种特殊的外销画开始在该地流行。这种外销

画“大多表现的是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特别是富裕家庭快乐闲适的生活景象。也有一部分是

反映农耕、作坊的”[3]，因集中于广州十三行销售，又被称为行画。在当时流行的外销画中，有一类被称

为岭南植物画的作品，“以写实的手法准确描绘岭南地区常见的植物（花卉、树木与水果蔬菜），为西方

近代的植物学研究提供远东地区的资料。这种绘画兼采中国古代院体绘画的材质、技法、神韵和近代

西方植物学、绘画学的科学理念，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们“既有别于北宋以来的写实绘画，又有别于传

统的文人花鸟画，他们按照近代生物绘图法的要求描绘而成，通常还附有花朵或枝叶的放大图或剖面

图”[4]。奠定岭南艺坛基础，且授业于高剑父的居廉、居巢之花鸟画，多有受到此类作品的影响，“主题

的演变影响到艺术形式的变化和艺术表达”[5]。岭南画派的立根之基便是博采众长且中西合璧的，这

与同时期其他绝大多数画派皆不相同，却与明治之后的日本画坛改革派旨趣颇近，因此高剑父作品与

日人气息相类，并非出于单纯的模仿，实为理念暗合之故。

三

当然，折衷东西虽有兼容并包之意，必然也会有所侧重。晚清时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治国宗旨，

而身为革命党一员的高剑父在其早年的艺术生涯中似乎更为激进，对西方艺术的推崇达到极高的程

度。早在光绪三十一年，高剑父就在其所编《时事画报》第4期介绍过西方绘画，并刊登画稿以供学习：

研究美术之道，其法不一：西人尚油画，次铁笔画，次铅笔画而已。三种之目的，贵在像

[1]高剑父：《居古泉先生的画法》，《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2]高剑父：《民初学画笔记数则》，《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3]李向民：《中国文化产业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4]陈国辉：《论居巢、居廉花鸟画的艺术资源与当代启示》，〔合肥〕《书画世界》2011年第2期。

[5]赫云：《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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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像生者，俾下思之人，见之一目了然，不至有类似影响之弊。然像生一派，其法要不过见

物抄形，先得其物之轮廓，次定其物之光阴，随加以形影，则所绘之画，无不毫发肖毕矣。兹

本报特设一研究画学科，每册先绘其初级画稿数篇，俾同志得所揣摩以刻划情趣，大发国人

之感情，而补学校画图教材之不及，此则鄙人职任所不敢不尽者也。[1]

在此之后，他于书画议论中对西方艺术的褒美之词亦可谓屡见不鲜。如他曾说：

西人所为，无一不恃极端主义、故作惊人之笔。即影画之道，汹则汹绝，险则险绝，艳则

艳绝，悲则悲绝，霸则霸绝。有时而极其华贵；有时而极其荒寒。或配以最强烈、使人望而生

畏之色；或渲以极苍凉惨淡，使人淡然忘世。要之，其精神处，全注于极端之一点，使人惊心

动魄，永永牢记，印脑中。作画不可不仿斯意……[2]

自古文人对绘画的评论原则，与处世之道的观念相通，贵在中庸而不作偏执语，而高剑父在此段

议论中则一再使用极致程度的形容词，将西方绘画艺术几乎捧上神坛，这种表述，恐怕也只有饱含浪

漫主义理想的革命艺术家的笔下才会出现。可能是认为泛泛而论不能尽兴，高剑父在后文中又进行

了一番具体的比较：

西人作荒寒，与中国人之荒寒不同。邦人之荒寒也，则野水孤舟，寒山行旅，轻模淡写，有

意无意之间，无非竹篱茆舍、□浅鹤汀，即云林推为荒寒领袖，亦不过尔尔。惟荒寒辄失之薄

弱。西人则反是，以最雄霸之景，严重之笔，深厚之色而入荒寒之意，如荒城落日，古道残阳，

或天黑风高而狂涛怒号，暗黑中微露一线寒光，波光与之相接，如斯景色，最足骇人视线。[3]

在高剑父的对比中，中国传统绘画对于荒寒意境的描绘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即便是倪瓒这样的顶

尖高手也不能达到西画摄人心魄的效果，故这番议论清晰地表明了高剑父在早年对于折衷东西方艺

术时的偏重态度。而如果说对荒寒意境的描绘差异只是意境和技法上的阐述，那么他对于东西方艺

术价值判断的介绍则揭示了这种偏重态度的真正来源：

西洋论画，画则反曰趋新，二百年则视同古物，群起而改造之……今日所谓新，曾几何

时，则视同古画，倏忽变幻，人莫测之，画之变，岂有尺乎？西洋画家心理，趋新为贵，一往无

前；我国画家心理，以退为进，复古为能。新旧二途，各走极端。西洋今日新中之新，未必能

适于我国也；然则我国古中之古，又岂能为用于今日者哉？吾择两途之极端，合炉而治，折而

衷之，以我国之古笔，写西洋之新意。[4]

由此可知，在高剑父看来，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显然是西方艺术的一大特征，虽然他认为西洋

“新中之新”未必适用于中国，但这种求新的精神却是时下中国书画发展最需要的理念。尽管他在后

文中称：“夫中国画之妙在用笔、思想、结构、气韵，西洋画之长在形似、远近、用色，以彼之长，补我不

足，而成一有笔墨气韵之洋画，即有形似、远近之中国画”[5]，似乎仍坚持中国画之主体地位，但如果从

原动力角度考虑，主导高剑父书画艺术发展方向的无疑应该是西方式的创新思维。

事实上，此类主张在当时并不鲜见。如康有为即在《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中称：“墨井寡传，郎世

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立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若仍守旧不变，则中

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6]

陈独秀亦在《美术革命》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吴墨井因系天主教徒，“布景写物，颇受了洋画的影响”，

[1]高剑父：《论画》，《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3][4][5]高剑父：《民初学画笔记数则》，《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第59
页，第60页，第61页。

[6]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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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说起描写的技能来，王派画不但远不及宋元，并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1]。可见高剑父在清末民

初的艺坛虽被列入不左不右的折衷派，其艺术视野却是明显倾向于美术革命派的，这点与同样被列入

折衷派却始终坚持倡导文人画价值的陈师曾可谓完全不同。值得说明的是，无论康有为还是陈独秀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故真正将以西方艺术理念为纲的主张贯彻到实处的，是折衷派的高剑父，

特别是他早年创作最多的雄狮、猛虎、飞鹰题材的画作，无不比例匀称、透视精准，几乎如同用毛笔绘

制的西方油画。这些作品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可见也确在革命宣传方面起了较大的积极

作用。但随着对书画艺术研究的深入，高剑父原本的艺术主张开始出现变化。

四

作为一个美术革命活动的切身参与者，高剑父对书画艺术发展方向的认识始终受到时局变化的

影响，正如在清末民初的鼎革时代他以推崇的目光投向西方艺术。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并

未在巴黎和会后获得半点优惠，反而备受列强羞辱，国际社会利益交织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在了国人

面前，而由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方世界亦经受了大萧条的冲击，资本的神话被现实扯得粉碎。

这些变化，不能不使高剑父重新思考东西方艺术融合的权重问题，于是在1931年中印联合第一次美

展结束后，高剑父对东西方艺术的融合发表了新的意见：

兄弟默察近世的美术思潮，感觉到近世科学愈发达，人欲愈横流，似非励行东方的艺术

教育，以调和之，窃恐人类终非能享受科学的幸福！盖学术上的调和，与民俗间的调和，至有

关系；故时时思念着世界艺术的教育，觉得东西方都有些偏枯，似有调和取舍、互换所长的必

要！西方艺术，从实中求理，则注重科学、物质，未免过于智巧，迹近机械化；东方艺术，以处

处取神，则重精神情感，须与自然而同化……但处这弱肉强食、人欲横流的恶世界，我们应将

东方艺术精神的特长，尽量地来贡献于世界，作注射一针安眠剂。况且美又是各种相对性的

调和剂，我们应当把眼光来放大一点！要放弃偏狭的国画底门罗主义，来扩展到世界底大同

主义！如西方艺术界，能接受这东方精神的陶冶，尽可东、西方艺术携手，同上二十世纪艺术

的新途，形成世界艺术的大同；由艺术以联结国际间的感情，藉作促进世界的和平运动，使兵

器销为日月之光。[2]

在此段文字中，高剑父对艺术发展之现实意义的关注可谓极其突出。由于时事的影响，此时在高

剑父的眼中，东方艺术因具有清淡平和、崇尚自然的特性而更适合掌握艺术发展的主导权，这与其早

年的主张可谓大相径庭。淞沪抗战之后，高剑父于1933年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一文：

不忆贵国自开国以至明治维新，以前一切政教文物，多自我国输入，衣服居处，迄今尚多

存唐风，艺术尤为显著……世人皆知我国为贵国文化之母，故论者以为贵国今仅获西方物质

文明，即忘其始来，逢蒙射羿，不止数典而忘其祖而已……更有进者，考近半世纪中，我东方

艺术已渐成世界导师，人生美化，夫以现代之风化，既可感导，宁有置文种同亲之邦，而可不

一鸣其中积蕴，导之以息兵弭衅耶？是故剑常以为科学愈发达，人欲愈横流，似非励行我东

方精神之艺术教育，以调和之，窃恐人类终非能享受科学上之幸福。[3]

是段虽明责日人背信侵略之举，其文字间所流露出的对于东方文化崛起必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东

[1]陈独秀：《美术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2]高剑父：《在中印联合第一次美术展览会上的讲话》，《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5页。

[3]高剑父：《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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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艺术精神价值的自信更超越了中印联展之时，大有引领时代潮流的意味。数年之后，抗战全面爆

发，而避居澳门的高剑父于1941年作《我的现代绘画观》一文，正式以现代国画或新国画代替之前多

少有点模棱两可的“折衷”画概念，将岭南画派的书画改良运动推向全面高潮。

五

相对于此前的折衷画，高剑父对现代国画的定义解释更为详细，当然，之所以称之为现代画，便是

要突出其时代性和创新性。换言之，仍然要强调东西方艺术融合的重要性，当然二者的权重早已发生

本质上的变化，不再彻底倒向西画一面。他说：

促进现代画（以后称新国画）之成立，最好是中西画两派有相当造诣之人，起而从事。盖

此派是中西合璧的，那就事半功倍，易收良果……中画解放了，而加些西画成份，总有点新气

象、新面目……

欲现代画之发达，我以为同时也要西画发达，俾我艺坛时时受一种新刺激，灌输一种新血

液。西画可算是我国艺坛一种新补剂了，可是西画不一定幅幅是好的，只应采其精华，弃其糟

粕，所以我不主张全盘接受西画，但西画的参考，愈多愈好。亟需多开“国际公路”，把世界之

艺术品，大量运输捆载而归，供给我们了解世界的材料，“楚材晋用”，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1]

由此可知，此时高剑父眼中的现代画发展方向，与三十年代初以来的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与其

早年主张则多有不同，特别强调了中国画的独立品格和价值，他还说：

西画能够参些中国画成份其中，带点东方色彩……西画人肯将国画之精神技法来写西

画，实可开一派最新中国的西画，又称为最新之现代的国画……

欧西画人能采我国画之长，是他有眼光处、聪明处；何以我们不去采西画之长来补我之

不足呢？我以为不止要采取“西画”，即如“印度画”、“埃及画”、“波斯画”及其他各国古今名

作，苟有好处，都应该应有尽有地吸收采纳，以为我国画的营养；可惜我国画先生们，至今尚

不采取，而是反对。[2]

高剑父特别强调了当时西画学习中画的事实，并以之为据强调创新融合的重要性，足见中国传统

艺术在其心目中价值地位已发生改变。事实上，他还以更为巧妙的方式，证明了古人的传统实为彼时

之创新融合。他说：

国人指国画为汉画，如上所言，汉画固不可得见。大约总认定根据《芥子园画传》那几十

家画法为汉画，外此就不承认为汉画了！不知汉时自明帝金人示梦之后，乃遣使赴天竺求法；

而印度的高僧摄磨滕竺法兰等，又随汉使蔡愔东还洛阳，自时厥后，中印两国的高僧不时往

还。盖印僧多为画家，如晋之法显，唐之玄奘、义净，及宋僧慧昭等，亦携佛像以归，且多有自

己临摹的。其时我国僧侣赴天竺求法者，相望于途。即法显西行时，与慧景等四众发迹长安，

至傉檀国张掖镇，又遇慧严、慧简五众，另慧达一人，一行共十二人。其时已为中印艺术沟通

之始。至六朝而唐之释道画，多为天竺作风。我国古代之人物画，实受印度画影响不少。[3]

此说的关键在于揭示了传统中国绘画与周边民族艺术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从而强调了创新与融

合实为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番议论，较之单纯于文化层面作审美价值的争论更具说服力，对于推

动现代国画的认知有着极大帮助，也反映了高剑父自30年代初以来对于书画改良演进方式的思考。

[1][2][3]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22页，第 222
页，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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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既然传统本身也是创新与融合的结果，那么对它的整理和归纳同样也是发展现代画重要的工作

之一。讽刺的是，这恰恰是那些高喊保存国粹的保守艺人做得最不足的地方。高剑父说：

我国人之性格好古，开口便说“保存国粹”，这是国人的好处，又是国人的腐处。兄弟也

是倡保存国粹之人，但不是拿来私用、死用，（而是）要他来公诸同好，保存于博物院、各大学，

俾民众参考研究。对于祖宗遗留下来之遗产，不是要死守，不是要学山西人的“藏镪”，（而）

要将他来活用，那才可以得到发扬光大的结果……[1]

据此，高剑父认为当时艺坛对前辈作品和艺术理论的总结研究情况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对在当时

画坛保守势力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文人画一脉不从艺中求艺，空谈玄之又玄的研究态度十分不满。

当然，由于早年间对西方艺术的偏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他本人亦没有对自身掌握的传统技法作

太多总结，但到三十年代以后，一方面他自身的观念有所改变，一方面抗战爆发后寓居澳门的境遇也

使他有充裕的时间作研究，他说：

现代艺术，也不是前无古人、一空依傍如幻术化的突然而来，寻不出他的来踪去迹。必须先

了解古画的源流、思想、作风，然后容易认识现代画……兄弟是最主张现代绘画的、艺术革命

的。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

所谓师长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

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2]

对于何者为长，何者为短，他亦作了大致的概括：

旧国画的好处，系注重笔墨与气韵，所谓“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如印印泥、如锥画

沙，这是用笔的要旨，也是笔法的最高峰了……“气韵”也是主要的成份，但可附入用笔之

内。因气韵是写出的，是从笔端出来的，是作者心灵的特异之表现，不可强而致之，不是随便

要染出一点气韵，要加上一点气韵，补一点气韵。气韵“必在生知”，是无影无形的，这是国画

独到的妙处，确值得奉这圭臬的……可是新国画固保留以上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条

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如“投影”、“透视”、“光阴法”、“远近法”、“空气层”，而成

一种健全的、合理的新国画。[3]

简言之，此时高剑父脑中的现代画虽借鉴了西方艺术描绘物象形态结构的科学技法，其审美标

准依然是“气韵生动”，其表现方式也仍旧是“骨法用笔”，相对于认为气韵当从无笔墨处求之的保守

势力，他强调了气韵虽系无影无形，却依然是通过具体的笔法实现的。在其寓居澳门期间另一重要

成果——《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一文中，相应的介绍就显得极为细致了。

七

高剑父的书画技艺出于岭南二居一门，居廉的绘画造诣本身亦是博采众长的，既有沿袭自清初以

来占据艺坛审美标准地位的恽南田一派的文人花鸟画之雅意情趣，又有远追自两宋院体画细致入微

的写真功底，并借鉴了晚清外销画依托于解剖学的观察视角，故其作品相对而言谨写更多于挥洒，技

法系统内容极为丰富，有大量出于自身经验的要诀窍门，本来是极有整理研究的必要的，但由于高剑

父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偏重于借鉴西画，故对于这些宝贵财富未及整理。1913年高剑父于《真相画报》

[1][2][3]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高剑父诗文初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17页，第 220
页，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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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居古泉先生小传》，亦只概言其师“运笔秀逸，着色艳冶，自成一派，前无古人，较宋之曾无疑、明

之陆元厚，殆有过之……其天性好画，至老不衰”[1]而已，于广州春睡画院课徒传道时亦无暇对此作系

统研究和讲授，直到避居澳门后，时局的限制使他有更多时间整理和总结这笔宝贵的财富。

与文人画论空谈弦外之音不同，高剑父对于其师艺术造诣的归纳本着岭南一派重法务实的精

神。高剑父在早年学艺经历中即对钻研其师技法抱有极大的热忱，他曾回忆：

余十三四岁时，就开始临居师的画，于撞水一法，日夜苦思，屡经体验，尚难体会。一夜大

雨滂沱，帐席皆湿。那个蚊帐是“单料本钱”无可替换的老古董，只可听其自然——老天漏湿

老天干罢了。次日清晨起来，张开眼睛一望，只见帐顶上一块一块的水渍，好似王洽云山万叠

的泼墨画，每块当中皆现白色，而两边则赭墨色，且积成一线条，俨如写枝叶的撞水法……由

是顿然悟到撞水画法，立刻起来濡毫伸纸，试验试验，居然心手相应。[2]

由此可知，高剑父早年对其师技法的钻研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故其所作的总结亦可谓全面，如

介绍居氏写虫技艺，则虽最细微之结构、最毫末之变化的表现技法，均能言之：

他写虫蝶的翅，多以浓淡笔一抹而过的。但写到头颈腰腹腿爪各部，就在其色未干的时

候，以粉水注入。此法毫不费力，不期然而然地即觉其身浑圆而成半立体的形状了。写眼亦

轻轻注一点粉，就觉得圆而有光的现象。这是他独具的法则。画蝶又分春秋两种，置于春花

者则翅柔腹大，以初变故也；置于秋花的则翅劲腹瘦，以将老故也。宋人虽有此小心体物，但

后人久已遗忘忽略，忠实写生的很少，大都习而不察焉……[3]

写花则多用撞粉法，巧妙之处亦不少：

古人写花向无撞粉之法，自宋院至南田时，用粉法皆系抹粉、挞粉、点粉、钩粉而已，未尝

有撞粉法也。有之则自梅生。吾师继之，即以粉撞入色中使粉浮于色面，于是润泽松化有粉

光了。在一花一瓣当中，不须着意染光阴，惟以浓淡厚薄的粉的本身为光阴……

梅生写蝶翅及主力的花，在当前的三两朵，于粉未干时，常以笔将画架起，使画面略倾

斜，则粉自聚于一端（师早年亦用此法），干后其色即表出轻松浮润，如朝露未干一般。[4]

以上介绍，几乎将各种技法操作奥妙一尽示人，打破了传统艺坛传道不传法的陋习，与古代文人

画家故弄玄虚的画论有本质的区别，不仅为后人学习效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是书画理论研究方法

的一大变革。在实事求是作风的指引下，习画者节约了从机械模仿中总结规律的时间，可以更多地思

考创新融合问题，这正是岭南画派在后世蓬勃发展的原因之所在。

结 语

综上所述，在避居澳门期间，高剑父的书画生涯并未因时局而停滞，而是继续在乱世中不断探索

着中国绘画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时期，他基本实现了自身艺术革命理念的转变，由早年惟重西

画、不甚明确的折衷思想，转变为主张创造立足传统、融合东西的现代国画。而这一理念转变的直接

证据，正是其在这一阶段对其师居巢、居廉的艺术技法作了体系化的整理和研究。高剑父的研究整理

工作，打破了传统画论空洞无物的窠臼，不仅促成了日后岭南画派名家辈出的繁荣局面，还为后世的

画法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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